
 

 

  拾、 
朝鮮時代君臣對話中的孔子與

《論語》：論述脈絡與政治作用

（14-19 世紀） 

黃俊傑** 

一、引言 

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重大特徵之一，就是經典的解釋者在

「詮釋」經典的同時，也在「運用」經典及其內容，使經典的文義

對當代產生撞擊。1許多東亞經典解釋者常假設經典作者的意旨是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 本文初稿刊登於張伯偉編：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‧第七輯》（北京：

中華書局，2011 年），頁 3-14，收入本書曾略加修訂。 
** 臺灣大學講座教授、教育部國家講座。 
1 艾柯（Umberto Eco）曾指出「詮釋文本」（interpreting a text）與「使

用文本」（using a text）之間的區別。參看艾柯等著，王宇根譯：《詮

釋與過度詮釋》（北京：生活‧讀書‧新知三聯書店，1997 年），頁

83，但是，在東亞經典解釋傳統中，「註釋文本」與「使用文本」常

常交織為一，不另區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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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被解明的，他們常通過對於歷史悠久的經典的詮釋，為自己的現

實處境定位，並策劃未來的行動綱領。在東亞經典解釋行動中，解

讀經典、回顧「過去」乃所以溫故知新、定位「現在」，並策勵「未

來」。他們的解經活動實以當代的經典解讀者作為主體，他們的解

經活動所彰顯的是讀者的主體性。 

在上述「詮釋即運用」的東亞思想傳統之下，儒家經典的解釋

者常常在政治領域中交鋒，也在政治脈絡中開發經典中潛藏的現實

政治涵義。在東亞儒家解經傳統中，「權力」在經典解讀中發生巨大

的作用；而且，在東亞歷史的權力結構發生巨變的轉型期中，如中

國的春秋戰國時代、秦末漢初、魏晉南北朝、隋末唐初、唐末五代、

宋元之際、明末清初、清末民初等，日本的德川初期、幕末維新時

期，朝鮮朝末期，以及臺灣乙未割臺（1895）之際等關鍵時期，經

典解釋均與權力轉移以及政治秩序的變動，發生密切互動之關係。2 

最能彰顯儒家經典詮釋與政治權力結構的相互滲透關係的，莫

過於東亞各國君臣對話中對孔子（551-479 B.C.）思想的引用與討

論。本文寫作之主旨即在於分析 14 至 19 世紀朝鮮宮廷中君臣對《論

語》義理的論述，探討雙方論述的脈絡及其論述的涵義。 

在進入本文主題之前，我們必須先說明 14 世紀以降朝鮮的社

會與思想的特質。朝鮮時代（1392-1910）朝鮮社會的特徵在於父系

結構的親族系統之備受重視，社會階層明確。朝鮮社會的上層階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參看黃俊傑：《東亞儒學：經典與詮釋的辯證》（臺北：臺大出版中

心，2007 年），頁 7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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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兩班」，雖然人數相對稀少，但幾乎壟斷了政治、經濟、學術方面

的資源和官職，形成貴族治理的社會型態。「兩班」以下是「良民」

或「善民」，負擔賦稅、軍事、勞役等責任。朝鮮時代初期，「兩班」

和「良民」的界線其實不算嚴謹，「良民」並不被排除在應考資格以

外，擔任官職者亦時有所聞。然而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，階級分化

使得「良民」處於「兩班」之下，仕途開始受到限制，都市地區愈

來愈多的「良民」憑藉著經濟活動而成為社會的新貴。從 14 世紀開

始，朝鮮社會、政治與思想都深深地浸潤在儒家價值理念之中，也

受到儒學的轉化。社會上層階級「兩班」既是儒學的推動者，又是

中央權力的掌握者，在地方上也有巨大影響力。儒家在朝鮮時代幾

已成為國家信仰。3從 14 世紀初期開始，中韓兩地的儒學交流更為

密切，朝鮮人在蒙元帝國的首都大都中舉人數大幅增加，反映出朝

鮮儒學已相當發達，而在中國中舉的朝鮮學子，除了學術成就受人

肯定，為家族博得顯赫名聲之外，無形中更強化了朝鮮社會的儒家

精英主義。朝鮮儒者深信《五經》乃先王之聖典，經世之大要皆大

備於斯，唯有精研先王之教，政治革新才能落實。《四書》（尤其是

《大學》），則被視為新儒家思想精義之所在，上自君王，下至臣屬，

人人必須熟讀。此外，《性理大全》涵蓋了宋朝新儒家的形上學、

修身與禮法之學，也深受朝鮮學者重視；而朱熹（晦庵，1130-1200）

的《近思錄》與《四書集註》也成為朝鮮儒者必讀之經典。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參考 Martina Deuchler, 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： A 

Study of Society and Ideology (Cambridge, Mass. and London: Council on 
East Asian Studies, Harvard University, 1992) , pp. 3-27. 

4 Martina Deuchler, Op.cit., pp. 89-12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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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政治脈絡中朝鮮君臣的《論語》論述及其得失 

從 14 至 19 世紀朝鮮歷代皇帝《朝鮮王朝實錄》的資料來看，

朝鮮君臣（1）常在政治脈絡中對孔子思想與《論語》進行政治性

的解讀，（2）他們常從《論語》中開發出經典對現實政治的意涵，

尤其是儒者常因文寓諫，企圖透過對《論語》解釋權的掌控而導引

當前政治走向。（3）但是，朝鮮君臣對孔子思想與《論語》所進行

的政治性解讀，常常遺漏孔學思想世界中具有超越性與普遍性意義

之思想內涵。我們接著舉例析論上述三項論點。 

1.在政治脈胳中解讀《論語》 

在朝鮮時代宮廷裡，朝鮮君臣將《論語》中的義理，放在他們

所身處的政治情境中閱讀，並開發《論語》的當代政治意涵。這種

政治性的閱讀，從 14 至 19 世紀的歷代《實錄》中一再出現。 

這種政治性的閱讀，常可以開發《論語》中潛藏的涵意。例如

定宗（李曔，初名芳果，在位於 1398-1400）元（1399）年 1 月 7

日的《定宗實錄》云： 

御經筵。知經筵事趙璞進講《論語》，至〈仍舊貫如之何〉

章曰：「此欲人君罷土木勞民之役也。」上曰：「土木之役，

已罷矣。忠淸道監司李至，請除宮城蓋茨。余思之，中外

民貧，不能賚糧，國無所儲，又不能給。蓋茨轉輸之際，

其弊不小，是害吾民也。當此之時，一切營繕，皆所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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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。況宮城蓋茨乎！是以從其請。」璞對曰：「殿下此言，

誠吾民之福也。」5 

定宗與趙璞（1356-1408）所討論的是《論語‧先進‧14》： 

魯人為長府。閔子騫曰：「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」

子曰：「夫人不言，言必有中。」6 

趙璞從《論語》中開發出「此欲人君罷土木勞民之役也」的當代政

治新意涵，頗能為《論語》建立當代相關性。在《論語》原典中，

閔子騫（名損，536-487 B.C.）的話是針對「魯人為長府」而發，

所以 14 世紀的趙璞對定宗說這一章的原意是要要求「人君罷土木

之役」，既符合原典意義，又切中當時朝鮮政治事務，可稱善解。 

在有些對話場合中，朝鮮君臣的《論語》解讀，也可以確認或

鞏固孔子的意見之政治意義。例如純祖（李玜，在位於 1800-1834）

7（1807）年 11 月 21 日的《純祖實錄》云： 

戊午∕晝講。講《論語》〈民無信不立章〉。上曰：「兵、

食、信三者之中，如當臨陣對敵之時，迫不得已而當去

之，則何者當先乎？」特進官金履永曰：「漢於長坂之戰，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《恭靖王實錄》，卷 1，頁 1-2，收入《朝鮮王朝實錄一》（首爾：東

國文化社，1955 年，以下所引歷朝《實錄》均同此版本），〈定宗〉，

卷 1，元年己卯正月（1399），總頁 143a-143b。 
6 朱熹：《四書章句集注》（北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 年），《論語集注》，

頁 12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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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、食乏絶，而江陵士卒十餘萬，男負女戴，不叛而來

者，以其信故也。」上曰：「非此之謂也。如漢高帝之在圍

之三匝之中，事出急遽，命在頃刻，當潰一面潛出之際，

必不得已而有所去於三者之中，則何者當去乎？」侍讀官徐

有望曰：「雖當如此之時，信則尤不可去矣。」7 

純祖與金履永及徐有望（1766-1833）的對話環繞的是《論語‧顏淵‧

7》子曰：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」這一章，孔子以「自古皆有死，

民無信不立」作結。朝鮮純祖的侍讀官徐有望確認孔子原意應是「信

則尤不可去矣」。這樣的解讀與《論語》原意若合符節，《論語‧子

張‧10》子夏曰：「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；未信，則以為厲己也。信

而後諫；未信，則以為謗己也。」這一段話，正可以作為孔子原意

之最佳註解。 

但是，在多數場合中，就歷代《實錄》資料所見的朝鮮君臣對

話，常不免有窄化或過度詮釋《論語》之嫌。舉例言之，《論語‧

子張‧9》：子夏曰：「君子有三變。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

也厲」這一段曾經成為朝鮮君臣對話的主題，中宗（李懌，在位於

1506-1544）15 年閠 8 月 17 日的《中宗實錄》云： 

御夜對，講《論語》。侍讀官黃孝獻曰：「君子有三變之言，

反覆見之，其意甚好。望之儼然，卽之也溫，聽其言也

（確）［厲］，此人君之所當勉也。……臣觀自上威儀之間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《純宗大王實錄》，卷 10，頁 47-48，收入《朝鮮王朝實錄四十七》，

〈純祖〉，卷 10，七年丁卯十二月（1807），總頁 594b-595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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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謂至儼矣，而但欠溫和之氣，接對群臣之間，只率循常

之例，而未見有論難之事。夫君臣之間，如父子之親，上

和顔而接待之，則下亦樂於進言矣。自上春秋雖盛，然自

今始爲聖學之功，未爲晩也。……上曰：「君臣之間，儼、

和、（確）［厲］三字，宜兼有之，但君臣之間，非如常人

朋伴之間，故其情意，未能相孚也。此則其勢使然也，非

故爲過嚴也。」……孝獻曰：「……大抵君臣之間，雖主於

嚴威，而以和柔相可否，亦可也。」上曰：「信之於人大

矣。古之人無信不立。今者法不信於民，號令朝立夕變，

國家法章，易爲變更。自古云：『朝鮮之法只三日。』其不

信甚矣。」8 

在以上這段對話中，侍讀官借《論語》所描述的孔子「君子三變」

之說，要求中宗對臣下應「和顏而待之」，中宗則答以「君臣之間，

非如常人朋伴之間」，詞意和緩，但微妙地表達君臣之間的權力關

係。從一方面來看，這段君臣對話將《論語》原典中作為人格典範

的「君子」（特指孔子）解釋為「人君」，固然是對《論語》意涵的

窄化，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，將「君子三變」放在君臣相與之際的

政治脈絡中解讀，則又有將原文中潛藏的德行意義加以過度解釋的

現象。 

朝鮮君臣在政治情境中既詮釋而又運用《論語》這部經典，其

實是東亞思想史常見的現象，這主要是因為儒家經典皆以平治天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《中宗大王實錄》，卷 40，頁 22-23，收入《朝鮮王朝實錄十五》，

〈中宗〉，卷 40，十五年庚辰閏八月（1520），總頁 683b-684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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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其鵠的，有其強烈的經世取向；而歷代東亞儒者大多同時身兼儒

者與官員的雙重身分，他們在王權至上的東亞各國權力網絡之中，

「政治的自我」特別彰顯，他們的經典詮釋事業遂不能免於權力巨

靈的糾葛。9不僅朝鮮儒者運用《論語》以諷諫國君，中國漢代君臣

對話也屢見在政治脈絡中引用儒家經典的史例。例如西漢成帝（劉

驁，在位於 33-7 B.C.）時，翟方進（字子威，?-7 B.C.）在宮廷政

治鬥爭中攻擊政敵，就引孔子所說「人而不仁如禮何！人而不仁如

樂何！」以攻訐政敵之「內懷姦滑，國之所患」。10我們可以說：在

東亞各國的宮廷中，在政治脈絡中解讀經典是君臣對話的常態。 

2.從《論語》中提出對當代政治的主張 

朝鮮時代君臣討論《論語》思想內涵時，臣下常常隨文發揮、

因文諷喻，發掘《論語》的現代啟示，提出自己對當代政治事務的

具體主張，較為重要的有以下幾件： 

（a）不同地域的人才之爭：肅宗元（1675）年 4 月 23 日《肅

宗實錄》記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黃俊傑：〈論東亞儒家經典詮釋與政治權力之關係：以《論語》、《孟

子》為例〉，《臺大歷史學報》第 40 期（2007 年 12 月），頁 1-18；
Chun-chieh Huang,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: Texts in Contexts 
(Göttingen and Taipei: V&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, 
2015), chapter 1, pp. 25-40. 

10 班固：《漢書》（北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 年新校標點本），卷 84，〈翟

方進傳第五十四〉，頁 3419-342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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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∕御晝講，講《論語》〈擧直錯枉章〉。李夏鎭曰：「今

日用一直言者，錯一不直言者，明日用一直言者，錯一不

直言者，又明日如是，則直者自進，不直者自退，朝廷豈

不淸明乎？」權愈曰：「不必講他章，只此一章足用矣。」

金錫冑曰：「任賢去邪，皆屬於知人。知人然後，能知枉直

之所在。不能知人，則有以直爲枉，以枉爲直之弊。當今

人物眇然，且有外憂，須察人才而用之。」時，上以西人爲

枉，南人爲直，故夏鎭進說於上，請日日錯西人一人，擧

南人一人，愈又言不必講他章也。西人餘存者，夏鎭、愈

等欲盡去之，以此爲妙計，錫冑惡之，請以知人爲先也。

夏鎭等於筵席，爲此等言，張善澂、金萬基及錫冑，時或

辨之，上不省也。11 

肅宗與李夏鎮（1628-1682）、權愈（1633-1704）所討論的是《論語‧

為政‧19》： 

哀公問曰：「何為則民服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舉直錯諸枉，則

民服；舉枉錯諸直，則民不服。」12 

李夏鎮在閱讀《論語》時，將孔子所說「舉直錯諸枉」的普遍性用

人原則，落實在 17 世紀下半葉朝鮮宮廷中不同地域出身的人才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《肅宗大王實錄》，卷 3，頁 39，收入《朝鮮王朝實錄三十八》，〈肅

宗〉，卷 3，元年乙卯四月（1675），總頁 268a。 
12 朱熹：《四書章句集注》，《論語集注》，頁 5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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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的特殊情境之中，並具體建議肅宗在宮廷中斥退西部之人，提拔

南部之人。 

（b）李珥（1536-1584）從祀文廟問題： 

李珥從祀文廟爭議，與朝鮮宮廷的黨爭相終始。韓國的文廟制

度始於新羅時代的聖德王十六年（717），但朝鮮儒者之配享文廟則

始於高麗後期忠烈王六年（1319）配享安珦，在朝鮮中宗十二年

（1517）配享鄭夢周，光海君二年（1610）配享金宏弼、鄭汝昌、

趙光祖、李彦迪、李滉，肅宗七年（1681）配享李珥、成渾，肅宗

四十三年（1717）配享金長生，英祖三十二年（1756）配享宋時烈、

宋浚吉，英祖四十年（1764）配享朴世采，正祖二十年（1796）配

享趙憲、金集、金麟厚等，從 14 到 18 世紀一共配享 18 位朝鮮儒

者，但是在這 18 位朝鮮儒者中，只有李珥與成渾是配享之後被黜，

之後再配享。13 

仁祖元年（1623）西人在政治上佔上風，開始與反對李珥文廟

配享的東人黨爭論李珥的文廟配享問題。仁祖十三年（1635），西

人與南人之間對這個問題爭議尤烈。到了肅宗十五年 2 月（1689），

西人在政治上失勢，南人躍登政治舞臺，李珥與成渾被黜享。肅宗

二十年（1694），隨著西人政治上得勢，同年 5 月朝廷決定李珥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金相五：〈黨爭史의立場에서본李珥의文廟從祀問題（從黨爭史的立 

場看李珥的文廟從祀問題）〉，《全北史學》4（1980 年 12 月），

頁 175-187。承鄭墡謨博士協助解讀韓文，敬申謝意。 



拾、朝鮮時代君臣對話中的孔子與《論語》 329 

 

 

配享。總之，李珥的文廟配享與黜享，與朝鮮宮廷黨爭關係密切。14 

這件事也在朝鮮君臣的《論語》閱讀中發酵。《仁祖實錄》云： 

上朝講《論語》于文政殿。……特進官柳舜翼曰：「人君當

崇儒、重道、賁开、文治，故古有投戈講藝，息馬論道

者。況今拭目新化之時，尤當崇奬儒術，先賢李珥從祀文

廟，則士論洽然矣。」上曰：「文廟從祀，所關重大，不可

輕易爲之。」承旨閔聖徵曰：「事若不可爲，則雖久難從；

事若可爲，則何必持難！」侍讀官李敏求曰：「李珥非凡

儒，宜速從祀。聖上不知李珥學問淺深，故以輕易從祀爲

難。若取覽其文集，則可知其學問之所造矣。」檢討官俞伯

曾曰：「李珥從祀，乃一國公共之論，而第緣曩時公論不

行，故迄未擧行。臣意則雖不見文集，速許從祀宜當。」敬

輿曰：「從祀李珥之請，實出公論，聖上必已聞之矣。聖學

高明，其文集，或者曾已取覽矣。目今義理晦塞，道學不

明，士子之趨向未定，宜速快從，使一國士子，知其趨

向。」15 

仁祖朝的儒臣企圖從《論語》閱讀中提出以李珥從祀文廟之具體主

張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同上註。 
15 《仁祖實錄》，卷 1，頁 35，收入《朝鮮王朝實錄三十三》，〈仁祖〉，

卷 1，元年癸亥四月（1623），總頁 518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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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朝鮮君臣的《論語》詮釋之得失 

從本節所討論朝鮮君臣「詮釋即運用」的《論語》閱讀實例之

中，我們可以發現：從 14 至 19 世紀約五百年間，朝鮮君臣常通過

他們時代的角度以進入孔學的思想世界，他們懷抱著自己時代的問

題叩問孔門師生，向孔門師生求取答案以解決他們時代的政治問

題。 

這種經典閱讀與詮釋的方式，最大的長處在於使孔子思想與

《論語》不再是博物館裡的木乃伊，而是讀者可以進入的圖書館，

讀者可以倘佯於《論語》的思想世界之中，攜古人之手，與古人偕

行。 

但是，朝鮮君臣對《論語》所進行的當代政治解讀，卻將孔學

世界中諸多具有普世意義的道德命題，轉化為為當代政治鬥爭而服

務的工具，陷入某種「政治化約論」（political reductionism）而不自

知，誠可謂買櫝還珠，未得其小，先失其大。舉例言之，《論語‧

顏淵‧10》：「子張問崇德、辨惑。子曰：『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

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誠不以

富，亦祇以異。』」16孔子回答子張的問題時，是針對「崇德辨惑」

而提出普遍道德命題，但 17 世紀下半葉朝鮮君臣閱讀這一節《論

語》原典時，卻將它轉化成政治上排斥異己的合理化理由。肅宗元

年 4 月 16 日（1675）《肅宗實錄》云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朱熹：《四書章句集注》，《論語集注》，頁 1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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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晝講，講《論語》〈崇德辨惑章〉。知事金萬基曰：「凡

人之情，於其所愛者，雖有過誤而蔽不能知，於其所惡

者，雖無罪而亦不能察，至有抱冤之人，人君之好惡尤

大。……崇德、辨惑兩言，聖人工夫最切處，人君尤宜省

也。」上曰：「唯。」萬基之言，諷諭深切，副提學洪宇

遠等，甚厭惡之。宇遠以捧成虎錫疏，請推考承旨，仍

言：「宋時烈死有餘罪，而特用寬典，置之德源，今猶自

以爲是。一邊公卿、重臣及臺閣之臣，庇護時烈，退處不

仕，汚穢朝廷，有若爲時烈立節，自古豈有如此時乎？宜

以嚴旨責之，不可下溫批也。」宇遠老衰，常時言語，僅

能出口，至是，辭氣暴勃，聲震一筵。17 

從撰寫《實錄》的史臣所說：「萬基之言，諷諭深切」一語，可以

推知金萬基（1633-1687）所發揮的孔子「崇德辨惑」之旨確有明確

的指斥的政治對象，而不是作為一般道德原則而提出。 

三、古與今的對話：《論語》在朝鮮宮廷中的政治作用 

現在，我們進一步討論《論語》在朝鮮宮廷中所發揮的政治作

用。從歷朝《實錄》所見的史料看來，《論語》這部經典在朝鮮時

代約五百年之間，大致發揮了兩種類型的政治作用：（1）引導性

（orientative）作用，（2）評價性（evaluative）作用。前者指在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《肅宗大王實錄》，卷 3，頁 33，收入《朝鮮王朝實錄三十八》，〈肅

宗〉，卷 3，元年乙卯四月（1675），總頁 265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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鮮君臣對話中，儒臣引用《論語》以引導當前現實政治的行動或決

策；後者指儒臣常引用《論語》內容以評騭當代政治人物。我們接

著討論這兩種類型的政治作用及其在現實政治語境中的操作。 

1.引導性作用 

朝鮮時代儒臣引用《論語》以諷喻國君，企圖引導當前政治動

向之實例甚多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宣祖（李昖，在位於 1567-1608）

2（1569）年的例子。1569 年 4 月 19 日，宣祖在文政殿聽奇大升

（1527-1572）講《論語‧衛靈公篇》，奇大升說： 

古人之言，雖指一偏，固當比類而觀。若聖人之言，則上下

皆通矣。雙峯饒氏出註處多，而古人以爲：「饒氏善於出

註，而自得則少云。」好貨好色之言，於《孟子》亦有之。18 

奇大升在對宣祖講《論語》時，批判饒魯（字伯輿，一字仲元，

1194-1264）之說，出自於饒魯對《論語‧憲問‧22》：「子路問事君。

子曰：『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』」的解釋。朱子注這一段文字云： 

犯，謂犯顏諫爭。范氏曰：「犯非子路之所難也，而以不欺

為難。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。」19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《宣宗大王實錄》，卷 3，頁 6，收入《朝鮮王朝實錄二十一》，〈宣

祖〉，卷三，二年己巳四月（1569），總頁 204b。 
19 朱熹：《四書章句集注》，收入《朱子全書》（上海與合肥：上海古

籍出版社與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 年），第 6 冊，頁 19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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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注解「犯」字為「犯顏諫爭」，但饒魯進一步推衍朱注云： 

事君以不欺為本，然不欺甚難，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

夫，表裏如一，方能如此。今人自家好色、好貨，却諫其

君勿好色、好貨，皆是欺君。20 

饒魯強調「事君以不欺為本」，並主張只有臣下本身表裡如一，才

有資格諫諍皇帝。饒魯的說法明顯地較朱注「犯顏諫爭」退却而有

屈服於皇權之嫌，從而引起了朝鮮儒臣的注意。尹根壽（1537-1616）

說：「君臣之間，如家人父子，情義至重。君有一事之誤，一念之

差，或言官、或侍從，皆當規諫。若待吾身無過，然後始得以諫君

之過，則人無過者鮮矣。非孔、孟、程、朱，則何得以諫（若）〔君〕

哉？特以情意切迫，故見君之過，不得不諫。其身雖不能不爲好貨

好色，而固當諫之。饒氏之言極爲誤矣」，21企圖保住儒臣的諫諍權。

奇大升進一步發揮尹根壽的意見，並進一步主張皇帝不必泛觀雜

書，他說：「我世宗晩年，不見輯註，凡四書，只印大文大註而覽

之」，22他主張回歸《論語》原典與朱子集注，力爭諫諍權，以鞏固

儒臣作為皇帝的道德導師之角色。 

從以上這一個朝鮮君臣有關《論語》及其註解的細膩的對話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胡廣撰：《論語集註大全》，收入嚴靈峰編：《無求備齋論語集成》

（臺北：藝文印書館，1966 年），第 7 函，第 6 冊，卷 14，「憲問

14」，頁 27。 
21 《宣宗大王實錄》，卷 3，頁 8，收入《朝鮮王朝實錄二十一》，〈宣

祖〉，卷 3，二年己巳四月（1569），總頁 205a。 
22 同上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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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看到了《論語》在朝鮮時代的宮廷政治中所發揮的引導性的作

用。這種引導性的作用，在 16 世紀朝鮮朱子學大師李滉（退溪，

1502-1571）在經筵為宣祖進講《論語》時，也獲得充分發揮。1568

年 8 月 1 日《宣祖修正實錄》記載： 

上御經筵。李滉入侍，因講《論語》「假我數年，卒以學

《易》，則可以無大過矣。」及其註「學《易》則明乎吉凶

消長之理；進退存亡之道。」仍推衍其義，進啓曰：「姑以

乾卦言之，上九，位已亢極，故貴而無位；高而無民，有

亢龍有悔之象。人君若以崇高自處，簡賢自聖，獨知馭

世，無下下之意，則應此象，而有窮之災。人君知此，則

可以無大過矣。」翌日又別爲箚記以進，上曰：「警戒之

言，予當日以爲戒。」23 

李滉所講的是《論語‧述而‧17》子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

可以無大過矣」這一段經文。李滉順著朱注《易》道明乎「進退存

亡之道」，而進諫宣祖應以此自警。在李滉深受宣祖信任，望重一

方之時，「在經筵，隨事陳戒，臺諫之啓，或不從者，皆右之，上

無不從之」，24李滉企圖通過對《論語》的解釋，而導引宣祖以《易》

道自愓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 《宣祖大王修正實錄》，卷 2，頁 10，收入《朝鮮王朝實錄二十五》，

〈宣祖修正實錄〉，卷 2，元年戊辰（1568），總頁 412a。 
24 同上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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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評價性作用 

其次，《論語》經文也常被朝鮮儒臣引用以臧否人物，發揮評

價性的作用。這樣的例子通貫朝鮮時代屢見不鮮，我們舉其一例概

其餘。 

1520 年 9 月 13 日《中宗實錄》記載： 

御夕講，講《論語》。特進官金世弼曰：「此云：『君子之

過也，如日月之食，過也，人皆見之，改也，人皆仰之。』

人非堯舜，何能每事盡善？雖匹夫，有過則要思改之。況

人主處億兆之上哉？人主過而能改，則百姓之仰之，豈啻

若日月之光明乎？近來朝廷更化之事，多矣。雖變，而豈

能盡得其中哉？去五六年間，自上銳意思治，新進喜事之

人，爭以好古之說見用，而變更祖宗舊章，從此亂焉。大

臣雖見其弊，而不敢發言，其弊至於上下乖離，情意不

通，終莫之救。不得已而朝廷處置改變，然豈能得中而無

後弊哉？25 

儒臣金世弼（1473-1533）從《論語‧子張‧21》「君子之過也」章

而諷諫中宗（李懌，在位於 1506-1544）任用趙光祖（1482-1519）、

金湜（1482-1520）等人之不當，並對當朝人物多所評騭，使得中宗

立即辯白人事任用與黜騭之原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 《中宗大王實錄》，卷 40，頁 33，收入《朝鮮王朝實錄十五》，〈中

宗〉，卷 40，十五年庚辰九月（1520），總頁 689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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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以上這個君臣對話的實例來看，我們可以說：《論語》之所

以在 14 至 19 世紀朝鮮宮廷政治中，得以發揮評價性的作用，最重

要的原因就是朝鮮君臣懷抱著他們時代的政治議題與實況，進入

《論語》的思想世界，他們過度「自由」閱讀《論語》，力求古為

今用，常常逸脫《論語》的原始語境而開發出過多的當代政治意涵。 

四、結論 

本文考察 14-19 世紀之間朝鮮君臣討論《論語》的若干實例，

以論證東亞儒者解讀經典時的一項重要特徵──詮釋即運用。在朝

鮮時代約五百年間，朝鮮君臣雙方詮釋《論語》的同時，也將《論

語》運用在他們的時代的具體政治問題之上。 

在東亞儒家經典解釋學中這種「詮釋即運用」的傳統之下，朝

鮮儒臣在為國君講解《論語》時，除了講解經典中的「言內之意」

（locutionary intention）外，更特別用心開發經典大句中的「言內之

意」（ illocutionary intention）以及「言後之 意」（perlocutionary 

intention）。26只有闡明經典中文句的「言外之意」與「言後之意」，

朝鮮儒臣才能將《論語》這部經典拉向他們自己的時代來理解，在

政治脈絡中解明孔子話語的現代意義。他們的《論語》解讀確是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 John R. Searle, Speech Acts: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

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69)；以及 John R. Searle, “A 
Taxonomy of Illocutionary Acts,” in K. Gunderson ed., Language, Mind, 
and Knowledge (Minneapolis: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, 1975), pp. 
344-36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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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政治行動，為政治目的而解讀經典，本質上是一種政治的解讀。

這種讀經法的優點是觀書不徒為章句，而能從經典中開發其現實意

義。但是，就朝鮮君臣約五百年間讀《論語》的經驗看來，他們的

政治性讀經方法，常常障蔽了他們的視域，使他們忽略了孔學思想

世界中超越性的意涵。 

朝鮮君臣這種「詮釋即運用」的讀經方法，使《論語》這部經

典在五百年間的朝鮮宮廷政治中發揮了「引導性」與「評價性」等

兩種政治作用。《論語》不僅是引導朝鮮時代政治走向的指南針，

反映政治升沉的溫度計，更是衡斷政務、臧否人物時具有評鑑作用

的試金石，其所得在此，其所失亦在此。 




